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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统计测算 

周海燕
1
 

【摘 要】：作为国内生产总值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消费是产生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以居民消费碳排放为研究对

象，构建一套包含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 CRITIC-TOPSIS法对中国居民消

费碳排放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整体呈现出“东部和东北高、中部平、西部低”的阶梯型

变化；不同维度对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同，其中化石能源和热力消费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为

此，应多措并举完善碳减排顶层设计、加快碳减排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倡导国民养成低碳消费习惯，

以降低居民消费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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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现碳减排成为全世界经济社会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其中居民消费在减碳进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后所产生的碳排放仅次于工业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频发的又一重要诱

因。[1]居民消费碳排放既包括日常出行、烹饪、消费、取暖等直接消耗能源所造成的碳排放，也包括大众在衣食住行等领域消费

产品与服务间接产生的碳排放。据已完成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居民消费碳排放占总碳排放比重为 60%—80%，是国家碳排放的主

要增长因素。联合国环境署《2020 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碳排放量的 2/3 来自居民消费，优化大众消费结构已成为应

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2021 年 4 月，国际公益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PRD）发布的《政府与企业促进个人低碳消费的

案例研究》显示，2021 年中国居民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 29.7 亿吨，是 2002 年的 2.27 倍。为此，测算居民消费碳排放

量，分析其直接与间接影响因素，有利于国家更好地了解居民消费碳排放变化趋势和分析居民消费碳排放区域差异，进而实现居

民消费碳减排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碳排放内涵最早被定义为由居民消费行为所引致的直接与间接碳排放，且有关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研究一直是学者

们重点关注内容。[2,3]通过探析居民消费碳排放概念，为评估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与低碳增长绩效提供重要理论参考。学术界关

于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1）从测算方法看，黄敏（2012)[4]、王会娟和夏炎（2017)[5]、徐丽等（2019)[6]

分别采用投入产出模型、非竞争投入产出分析法和 ARIMA模型测算居民消费碳排放。（2）从测算视角看，杨莉和张雪磊（2020)[7]

立足空间视角，采用 CLA模型和 ESDA模型对江苏省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空间格局进行测度，发现该地区居民消费碳排放呈现苏

南>苏中>苏北的空间格局。崔盼盼等（2020)[8]同样运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空间格局演变展开分析，得出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空间分布特征。（3）从影响因素看，付云鹏等（2016)
[9]
利用 STIRPAT 模型测度

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发现人口规模、消费结构、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郭文等（2017)[10]以人口

结构变动为出发点，指出人口城镇化是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动的主要因素。Yin 等（2021)[11]指出，能源消费结构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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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碳排放强度产生直接与间接影响。Fatima等（2021)[12]立足收入水平与碳排放视角，考察发现收入增加可有效调节居民消

费碳排放比值和可再生能源消费结构。彭璐璐等（2021)[13]通过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对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贡献程度发现，收入

规模及直接碳排放强度对其影响程度较为突出。 

梳理近年研究文献发现，有关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研究颇丰。但归纳上述研究成果发现：第一，文献多集中于测算居民生活能

源使用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鲜少研究其他消费支出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也未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实证分析。第二，已有文献

为研究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且为创新构建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直接与间接因素指标体系提供重要思路。但不可否

认的是，现有文献仅单一考量居民消费与碳排放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较少结合地区发展实际与空间位置探究上述因素对居民

消费碳排放量的影响。因此，结合上述理论成果，本文从以下方面考察居民消费如何直接与间接影响碳排放：（1）利用 CRITIC-

TOPSIS法测算 2020年中国 30个省（区、市）（除去港澳台和西藏）的居民消费碳排放情况及区域特征；（2）从直接与间接两个

方向入手，全面考察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情况；（3）将空间因素引入实证研究，考察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空间特征，以更好解

决不同区域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偏差问题。 

三、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统计的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分析 

为应对气候变化，要推动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减排。苏亮瑜等（2017)[14]的研究表明，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方

式为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国应逐步完善碳市场建设，为推动居民消费碳减排奠定政策基础。彭璐璐等（2021)[13]认为，中

国居民间接碳排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对于制定碳减排策略意义重大。王会娟和夏炎（2017)[5]则将技术、消费结构和人口

视为削减居民消费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背景下，应尽早采取必要措施减缓居民消费碳

排放增长速度，以助推“30·60”目标全面达成。 

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高速发展，而经济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煤炭和能源，碳排放量仍呈指数式增长。2020 年，中国

碳排放量达到 98.99亿吨，同比增长 0.6%，在全球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也提升至 30.7%。李爱华等（2017)[15]研究发现，经济增

长和产业结构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全世文等（2019)[16]也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碳排放回调速度相应更快。并且，随

着个人消费水平提升，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量随之增加。朱宏城等（2022)[17]的研究表明，直接能源、食物、交通、日常用品

以及废弃物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较为巨大，不利于居民消费升级。故此，本研究认为国家应大力优化消费结构，转变消费模式，以

缓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带来的负面影响，助力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李猛（2013)[18]的研究认为，在现有能源与产业结构下，居民消费逐渐由生存资料消费转向发展资料消费乃至享

受资料消费，致使碳排放量增加不可避免，加之消费者收入不断提升，其对于高耗能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促使能耗与二氧

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万文玉等（2016)[19]认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日益成为碳排放的主

要增长点因素。该研究还指出除上述因素外，城市规模壮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年龄结构也极大增加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基于

此，刺激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并兼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二）指标体系 

借鉴汪臻等（2015)[20]学者的研究，将居民消费碳排放划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参考柴士改（2016)[21]研究，将居民

消费直接碳排放划分为能源碳排放、热力消费碳排放以及电力消费碳排放。虽然居民不直接消耗原煤和原油，但其在取暖、炊

事、出行以及家用电器使用方面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因此，用上述指标衡量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另外，结合赵玉焕等（2018)[22]

研究结果，将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及娱乐、医疗卫生视为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指标。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居民衣食住行所消

费的非能源商品在制造、运输以及使用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成为居民消费碳排放产生的间接因素。相较于直接碳排放，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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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通常被隐含在居民的非能源商品和服务中。[23]在此基础上，借鉴相关文献[24,25,26]，构建了包括 2个维度、9个层级、16个

指标的居民消费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刻画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三）测度方法 

本文选用 CRITIC-TOPSIS法对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各维度水平进行测度。首先，确定各基础指标并对其进行标准化预处理；

其次，利用 CRITIC法将经过标准化预处理的指标数据进行赋权；最后，采用 TOPSIS法对中国 30个省区市（除去港澳台和西藏）

居民消费碳排放情况加以量化排序。CRITIC-TOPSIS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步骤 1：确定基础指标并对其进行预处置。将指标划

分为正向和负向两大类，负向指标与居民消费碳排放呈正相关，负向指标越大，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就越大。同时，由于指标在数

量级和量纲方面具有差异性，无法直接合成，故运用极差法对居民消费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基础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1）中，i和 j分别指代省份和各基础指标，βij和λij分别表示原始和经由标准化处理后的居民消费碳排放基础测度指

标值，max(βij)和 min(βij)分别为 β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步骤 2：计算各指标信息量。若 j 个指标的信息量由 Fj表示，那么

其中，∂j为指标 j 的标准差，ρij代表指标 j 与指标 t的相关系数。步骤 3：确定指标权重。将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j表示为： 

 

步骤 4：构建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指标加权矩阵。加权矩阵表示为Π=[φij]x×y，其中，φij=wj×λij。 

步骤 5：选取最优解和最劣解。分别用 Zj
+
和 Zj

-
表示最优解和最劣解，公式表示为： 

 

步骤 6：计算测度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间的距离。分别以 Di和 Di表示测度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欧式距离，公式表示

为： 

 

步骤 7：评估相对接近度。将被测度对象 i与其理想方案的相对接近度表示为 相对接近度μi代表第 i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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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消费碳排放测度结果，位于 0—1之间。μi越大就表示 i省份的居民消费碳排放指数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四）数据说明 

选取 2020年中国 30个省（区、市）数据（除去港澳台和西藏）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化石能源碳排放、热力消费碳排放和

电力消费碳排放数据来源于碳交易网公布的官方数据，其余指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或采用平均增长率法加以补充。需要说明的是：（1）全国居民热力和电力消

费碳排放量指标，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中国能源平衡表》，各类化石能源碳排放指标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中的数据；（2）居民间接消费碳排放指标的计算需要中国 30个省（区、市）（除去港澳台和西藏）的投入产出表，

由于缺乏完整年限的消费碳排放指数，故选取 2020年的投入产出表作为样本期。 

四、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评价实证分析 

（一）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分维检验 

基于上文所构评价指标体系，借助 CRITIC-TOPSIS法从两个维度测得 2020年 30个省（区、市）（除去港台和西藏）居民碳

排放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中国 30个省（区、市）（除去港澳台和西藏）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可

知，居民在热力类、电力类、医疗卫生类、教育文化及娱乐类商品消费引致的碳排放表现较为突出，平均得分在 0.2—0.7之间，

仍有较大减排空间。居民化石能源碳排放类、食品类、衣着类商品消费引致的碳排放值下降，平均得分在 0.4—0.6。而且，加

快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完善、减少居民消费碳排放所带来不利影响，对提升中国消费水平与环境保护起重要支撑作用。[27] 

1.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的分维度水平 

(1）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缩减 

2020年国内居民对化石能源类商品消费所引致的碳排放均值为 0.595。横向看，青海（0.694）、新疆（0.651）、甘肃（0.698）

等西部省份均高于 0.6；中部地区的山西（0.769），西部地区的宁夏（0.790）、内蒙古（0.717），东部地区的河北（0.773）以及

东北地区的吉林（0.788）、黑龙江（0.703）、辽宁（0.712）均高于 0.7；其他省份化石能源碳排放得分均低于 0.6，如福建（0.535）、

四川（0.581）等。究其原因，中西部地区煤炭产量较多，极大增加居民对于消费化石能源产品的消费，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多

数省份碳排放量较大。
[28]
相反，东部地区因具备先进科学技术而优化了化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极大降低该地区整体碳排放

量。[29]进一步观察可知，排名第一的山东化石能源碳排放测度值高达 0.833，是排名末尾青海（0.294）的 2.1 倍。这反映出部

分省份居民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结构仍存在较大差异，亟需相关部门采取相关手段做好碳中和、碳达峰各项工作，降低居民消费

碳排放所带来的各项危害。从整体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消费碳排放指数差异正不断缩减。 

(2）热力消费碳排放集中 

居民热力消费碳排放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山西省（0.820），主要原因在于其所处中部地区历来是中国主要煤炭生产地区。2020

年全国煤炭产量共计 38.44亿吨，其中山西与内蒙古是煤炭产量最多的地区，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27.66%与 26.04%，合计比重超

过 50%。得分最低的省份为海南（0.038）。山西约是海南热力消费碳排放的 22 倍，且后者对热力的投入与产出明显低于全国均

值。这说明居民热力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存在较为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从空间分布看，除山西外，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山

东、河北、新疆、辽宁、河南等地区热力消费碳排放高于 0.5，是国内居民使用热力消费所产生碳排放较多的省份。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相对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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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力消费碳排放增长 

电力消费碳排放增长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广东和江苏，分别达 0.960、0.953；其次为山东、浙江、河南、河北、内蒙古，这

些省份电力消费碳排放指数分别为 0.916、0.902、0.878、0.868、0.855，均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且，这 5个省份电力消费

碳排放指数均超过 0.850，造成其得分较高的原因各异。其中，广州新能源科技发达，拥有诸多大型新能源公司，为广东创新电

力能源使用方式与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江苏、山东、浙江单位电力能耗较低；内蒙古则采用风力发电，降低

了电力消费碳排放指数及碳排放量。新疆是电力消费碳排放得分最低的省份，仅为 0.211；东部地区仅海南、天津的电力消费碳

排放得分低于全国均值；东北地区为黑龙江、吉林；中部为江西；西部地区除四川外，其余省份得分均低于全国电力消费碳排放

平均水平。 

2.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 

(1）食品、衣着层面引致的间接碳排放平衡 

居民对食品、衣着消费所引起间接碳排放排名前 5的为上海、北京、天津、四川、广东，得分为分别 0.753、0.732、0.718、

0.699与 0.696。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资源要素集聚及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促使其整体消费水平

提升，故在食品、衣着方面的消费占比较大，引发较高消费碳排放。根据四川数据显示：由于疫情影响，地区居民居家时间增多

与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该地人均食品、衣着支出总体呈上涨趋势。食品、衣着消费碳排放得分最低的省份是贵州，仅为 0.107，

表明不同地区居民对食品、衣着消费间接产生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空间极化现象，进一步反映出贵州地区碳排放较低、生态环境质

量整体较好。此外，有 17个省份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96），并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亟需依托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创造良好消费环境与提升政策吸引力，吸引国内外企业进入本区域。但需注意的是，相

关政府部门重点要提高居民精神层面的消费水平，平衡精神与物质消费的结构以减少碳排放，最终实现国家碳中和、碳达峰目

标。[30] 

(2）教育文化及娱乐引致的间接碳排放升级 

教育文化及娱乐间接消费碳排放得分最高的是北京，为 0.743。紧随其后的是得分为 0.735、0.724 的天津与上海，表明上

述省份居民对于教育文化及娱乐的消费较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居民生活水平、质量提升，北京、上海地区居民更重视教育、

文化、娱乐等精神层面的享受，进而间接提升居民消费碳排放指数。二是域内拥有丰富教育、文化与娱乐资源，对居民消费间接

碳排放起带动作用。其中，有 15个省份的教育文化及娱乐间接消费碳排放得分在 0.100以下，占比为 50%。此外，得分低于 0.2

的有广西（0.137）、山东（0.134）、江西（0.106）、黑龙江（0.179）、内蒙古（0.14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在教育、

文化及娱乐等精神层面的消费较弱，依旧重视物质层面的消费，忽视精神层面的享受与消费。而且，出现该种现象也可能与地区

消费水平存在较大联系。对多数省份而言，消费结构协调偏低是国内存在的普遍性、共性层面的问题，亟需相关政府部门通过产

业转型升级提升居民消费水平，逐渐打破不合理消费结构与低端化，以优化地区碳排放结构。[31] 

(3）医疗卫生引致的间接碳排放推进 

医疗卫生消费间接引致碳排放得分最高的是北京，达到 0.894，是全国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最高的地区。医疗卫生消费碳排

放得分在 0.400—0.600 之间的省份共计 15 个，占比达 43.3%；剩余 15 个省份医疗卫生消费碳排放得分均低于 0.400，且多数

省份属于西部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与全国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存在显著差距。究其原因，全国医疗卫生消费水平呈现出明显

的“东高西低”阶梯式分布，也反映出全国污染情况较严重与碳排放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在东部地区。[32]对此，加快中西部地区

医疗卫生设施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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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综合水平 

依托上述各维度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得分情况，本文采用 TOPSIS法计算得出 2020年中国各省（区、市）（除去港澳台和西

藏）居民消费碳排放综合指数，结果如图所示。由图可知，样本期内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综合得分区间为 0.089—0.443。其中，

分数最高与分数最低的省份分别为宁夏（0.443）、海南（0.089）。上述数据表明，2020 年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量整体处于较高

水平，但各省份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存在一定区域差异。 

 

图 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综合水平得分 

注：因数据因素，未包括港澳台和西藏。 

为进一步直观了解省份间居民消费碳排放差异情况，借助 Ward 系统聚类法对 2020 年全国 30 个省（区、市）（除去港澳台

和西藏）居民消费碳排放综合得分展开聚类分析，并用平方 Euclidean距离衡量分类标准可知，上述省（区、市）居民消费碳排

放综合得分最终被划分为三种类型：不合理型（0.175—0.443）、趋于合理型（0.010—0.175）和较合理型（0.089—0.010）。 

居民消费碳排放划分为不合理型的省份有 18个，占整体考察样本总数的 30%，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山东、

河北、福建、吉林、山西、黑龙江、宁夏、重庆、四川、内蒙古、青海、新疆、陕西。这些省份经济发展实力与整体消费水平均

较高，且居民消费碳排放综合指数较高，进而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生态环境发展起遏制作用。宁夏、吉林居民

消费碳排放量分别居全国第一位与第二位。这与两个地区在各分维度中的得分情况密切相关。从上文分析可知，宁夏、吉林均在

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热力消费碳排放上得分较高，一定程度上促使这两个地区居民消费碳排放量上升。新疆排在全国第三位，

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量同样位于全国前列。重庆排在全国第四位，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人均间接消费嵌入

式碳排放量在各维度表现出保守排放现象，即重庆碳排放量总体较低。上海、内蒙古、北京、黑龙江依次列于第五至第八位，这

些地区居民消费碳排放均在某一维度呈现出较高排放情况。其中，上海在电力消费碳排放维度得分居全国第二，反映出其在居民

直接消费碳排放层面的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内蒙古同样在电力消费碳排放维度得分处于全国上游水平，这与其长期采用风力发

电的清洁能源有密切联系，极大降低了内蒙古碳排放量。 

居民消费碳排放程度划分为趋于合理型的地区为 11个，分别为辽宁、江苏、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云南、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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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甘肃。这些地区居民消费嵌入式碳排放量表现出趋于合理态势，即消费碳排放程度居中，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其中，辽宁、

江苏在食品、衣着消费层面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居全国前列，但其居民消费碳排放量综合得分处于全国滞后型分布区间。这表明该

地区其他领域消费嵌入式碳排放量并未带来碳排放量的减少与改善，亟需通过不断贯彻国家碳中和、碳达峰发展理念，转变消费

方式，促进居民消费碳排放量趋于较低水平。居民消费碳排放程度划为较合理型的省份仅 1个，为海南。究其原因，海南非常重

视物质层面消费，以及消费某一领域促使碳排放大量产生的商品，相反在清洁能源与绿色能源领域的消费较少，故导致该省份居

民消费嵌入碳排量表现出高低不均衡的现象。 

从区域差异看，2020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居民消费碳排放综合得分均值为 0.504和 0.431，明显高于全国均值 0.412；中

部地区得分为 0.38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得分为 0.319，落后于全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平均水平。从整体看，中国

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东部和东北高、中部平、西部低”梯度递减分布差距。 

在居民消费碳排放类型分布中，东部地区主要以不合理型为主，18个省份中有 8个隶属东部地区，约占东部省份总数的 47%。

这反映出东部地区多数省份消费水平较高，位于全国前列，导致人均消费嵌入式碳排放量较高。中部地区省份居民消费碳排放趋

势主要以趋于合理型为主。6个居民消费碳排放为趋于合理型的省份中有 1个隶属中部地区，约占 17%。这反映出中部地区多数

省份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处于中等水平，预示着其消费日益向节能环保产品领域迈入，极大减少碳排放量。较合理型省份仅涵括东

部地区的海南省。这也说明东部地区仅海南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处于较低情况，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该省份碳排放量总体

趋于合理且逐渐达到国家所要求的碳中和、碳达峰标准。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构建了包含居民消费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 CRITIC 赋权的 TOPSIS 法，测算 2020 年中国 30 个省

（区、市）（除去港澳台和西藏）居民消费碳排放情况。结果显示：居民在热力类、电力类、医疗卫生类、教育文化及娱乐类商

品消费产生的碳排放较为突出，平均得分在 0.2—0.7之间，仍有较大减排空间。居民化石能源碳排放类、食品类、衣着类商品

消费引致的碳排放值下降，平均得分位于 0.4—0.6之间。化石能源和热力消费碳排放维度平均得分较高，各地区差异相对明显；

电力、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及娱乐、医疗卫生消费碳排放维度平均得分较低，各地区分数相差较小。具体来看，吉林的化石能源

消费碳排放量最大，山西热力消费碳排放得分最高，电力消费碳排放最高的是广东和江苏，北京的间接消费碳排放得分最高。中

国居民消费碳排放量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分数分布较为均匀。在此基础上，采用 Wald聚类法对所考察样本的居民消费碳排放进

行区间划分，结果为不合理型（18 个）、趋于合理型（11 个）和较合理型（1 个）。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水平呈现“东部

和东北高、中部平、西部低”的梯度分布特点。 

（二）建议 

围绕研究结论，本文对降低居民消费碳排放量提出如下建议： 

1.多措并举完善碳减排顶层设计 

第一，实施能耗双控政策。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能耗总量与强度“双控行动”，并按照省区市设定能耗

总量与强度控制目标，从全国层面减少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项

目严格把关。第二，制定碳排放市场化机制。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制定碳排放市场化机制，实时追踪居民消费碳减排机制实施情

况。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利剑作用，引导地方政府加强区域碳排放市场化机制的衔接与协调。同时，

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碳减排，保持追踪信息透明化，确保碳减排措施落实到位。第三，完善碳减排考核机制。围绕碳减排目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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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跨周期因素，各地区、各部门应进一步创建与完善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考核机制，积极优化考核频次，强化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效考核。 

2.加快碳减排技术创新 

第一，研发无碳技术，从源头上减少居民消费碳排放。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应大力研发以无碳排放为核心的清洁能源技术，

逐渐取代化石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采用清洁生产与其他技术降低居民消费能耗，发挥清洁技术的潜力，降低并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第二，攻关碳捕集技术，避免二氧化碳直接排放于大气中。科研院所应积极同第三方能源技术研究院不断攻关碳

捕集技术，建立碳捕集装置，并积极对标国际碳排放标准，保证碳排放达到合理范围。第三，开发去碳技术，对居民消费产生二

氧化碳进行二次利用。针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特点，结合地区资源条件、居民消费结构，各省区市相关部门可根据

本地试点碳减排项目创新去碳技术，强化二氧化碳二次利用，以减少本区域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 

3.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一是建设绿色低碳制造体系。企业应加快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工艺美术等绿色产品的改造提升，不断革新绿色产品、材料、

工艺等方面的技术，搭建绿色低碳制造体系，引导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减少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二是推进低碳绿色服务业发

展。各地区应加快发展节能低碳服务业，完善能源管理商业模式，形成从生产到运维全周期的低碳消费模式，优化居民消费碳减

排质量。三是培育新型绿色环保产业。立足居民低碳生活消费方式，围绕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实施战略新型

产业工程，全力建设新型低碳消费产业体系，培育形成降低居民消费碳排放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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